
 

 

医疗保险对长期贫困的影响：

作用机制与动态模拟

赵桂芹，孔祥钊，陈    莹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要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关键还是要提升贫困家

庭和脱贫家庭的自主发展能力，而医疗保险是解决此问题的重要政策工具。现有研究忽视了医疗保

险对家庭投资决策的作用及其长期影响，而文章将医疗保险机制纳入包含消费和投资的家庭资产

随机增长模型，在无医疗保险、有医疗保险无保费补贴和有医疗保险有保费补贴三种情形下，对比

分析了不同资产水平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投资决策变化，并分析三种情形下的长期贫困率、贫困

深度以及长期减贫成本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医疗保险不仅通过事后的损失补偿效应降低家庭贫

困脆弱性，还通过事前的投资激励效应促进脱贫后的家庭主动增加生产投资，加速家庭资产累积，

巩固既有扶贫成果。医疗保险和政府现金补助政策的结合在显著降低长期贫困率和贫困深度的同

时，大幅降低了减贫和抑制返贫所需的长期成本。因此，相较于单一的现金补助，政策政府应采用

“现金补助+保费补贴”的扶贫政策，提升贫困家庭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降低其长期贫困的可能性。

文章的研究对于减少长期贫困和防止返贫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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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在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已

经成功摆脱贫困，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和阶段性胜利。扶贫投入的持续增长是中国

取得巨大减贫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 2013 年至 2020 年期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从 381 亿

元增长至 1 465 亿元，①然而大规模中央扶贫投入的可持续状况存在不确定性（陈志钢等，2019），

可持续的减贫策略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不仅如此，部分脱贫人口存在返贫风险，一些边缘人口

存在致贫风险，必须把防止返贫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2020 年后，我国正式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发展阶段，反贫困战略将主要围绕巩固脱贫成果和减少长期贫困展开（黄征学等，2019；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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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20；郑晓冬等，2020）。因此，有必要针对贫困问题的新特征，探讨减贫政策对防止返贫、降

低长期贫困率以及减少贫困深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减贫政策所需的长期减贫成本，优化现

有减贫政策和高效配置扶贫资源。

医疗保险是减贫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直观来讲，一旦家庭遭受疾病风险冲击，在保障范围

内，医疗保险会补偿其经济损失，即“保险的损失补偿效应”，从而降低了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

性。但是，该结论是建立在保费支出不影响家庭资产积累的前提假设下，实际上在基本生活消费

和投资不变的情况下，保费支出会降低家庭资产积累规模，即“保费的资产侵蚀效应”，从而可能

提高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景鹏等，2019）。这两种效应都是家庭购买医疗保险的事后效应。那

么，医疗保险是否存在事前效应呢？也就是说，即使家庭未购买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机制的存在

也可能改变家庭对未来消费和投资的预期，从而具有事前的投资激励效应，但目前尚未有文献

研究医疗保险的这种事前效应。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要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

关键还是要提升贫困家庭和脱贫家庭的自主发展能力。因此，研究医疗保险对于家庭投资决策

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考虑到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位于农村，贫困地区也多以农业生产

为主，金融资产投资较少，因此我们通过构建生产函数建立家庭资产随机增长模型，分析医疗保

险的事前投资激励效应，丰富了医疗保险减贫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

医疗保险对不同贫困状态家庭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Kovacevic 和 Pflug（2011）基于破产

理论构建了非贫困家庭（包括脱贫家庭和从未陷入贫困的家庭）的资产随机损失模型，研究发现

保险只能降低资产相对较多家庭的陷贫概率。孙武军和祁晶（2016）拓展了 Kovacevic 和 Pflug

（2011）的研究，理论研究了临界资本对保险费率的敏感性及对家庭“贫困陷阱”的影响，发现资

本较多家庭购买保险后陷贫概率显著下降，但资本较少家庭购买保险后陷贫概率变化不确定，

其取决于家庭对保费的敏感程度。在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我国通过多重保障制度

和倾斜性医保报销政策，降低看病门槛，提高补偿比例，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发生家庭灾难性医

疗支出的风险，但同时扶贫政策也存在各种不足。例如，扶贫政策难以精确关注贫困群体，贫困

家庭可能会陷入“福利陷阱”，边缘非贫家庭可能面临“悬崖效应”等，这些不足使得当前的扶贫

政策可能较难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简单的“一刀切”的医保扶贫政策无法满足不同家庭的

医疗保险需求，相较于贫困家庭，贫困边缘家庭同样值得关注，这些家庭享受不到扶贫优惠政策，

“因病致贫”风险依旧较高。因此，在探讨医疗保险减贫的作用机制时，需要针对不同贫困状态

的家庭分别进行分析。

现有文献对医疗保险的扶贫效果还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医疗保险不仅可以减少贫困

（Hamid 等，2011；卢盛峰和卢洪友，2013），还可以帮助家庭有效地应对健康风险和平滑消费，实

现资产的平稳积累，进而使得家庭摆脱贫困并维持福利效应的增加（Akotey 和 Adjasi，2014），并

且其减贫作用随时间延续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黄薇，2017）。“新农合”政策是农村地区减贫的

重要手段之一，许多学者分析了“新农合”政策的减贫效果，齐良书（2011）、赵思诚等（2019）研究

发现，“新农合”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户收入，减贫效果明显。此外，“新农合”政策还可以显著提高

参加者的健康水平（程令国和张晔，2012；王翌秋和刘蕾，2016），减轻农民医疗负担（黄晓宁和李

勇，2016）。另一些证据表明，医疗保险的扶贫效果微小或不显著（解垩，2008）。现有研究存在争

议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医疗保险扶贫效果具有收入异质性（黄薇，2017；于新亮等，2020）、

健康异质性（刘子宁等，2019）。另一方面，这些文献大多实证研究医疗保险对当期贫困的影响，

较少关注医疗保险对贫困的长期影响，忽视了医疗保险对贫困动态长期作用机制的研究。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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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在长期减贫方面能够发挥何种作用？特别是其对于长期贫困有何影响？这些都值得进一步

深入研究。

我国政府通过向贫困群体提供现金转移支付或者现金补助来减少当期贫困，最低生活保障

以及其他现金补贴（如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贴等）已经成为贫困人群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保

护网”。作为当前国际上广泛运用的长期多维减贫方案之一，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通过

将现金转移支付和儿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收入奖励、妇幼保健服务等主题相结合，实现长期减

贫和包容性均衡发展，郑晓冬等（2020）综合分析了国内外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的长期减

贫成效，但目前文献较少关注现金转移支付与保险相结合对减贫成本的影响。

鲜有文献从长期视角来研究减贫成本问题。Ikegami 等（2019）理论分析表明，从长期来看，

相 较 于 政 府 把 现 金 优 先 转 移 给 贫 困 家 庭 ， 优 先 转 移 给 非 贫 脆 弱 家 庭 能 减 少 长 期 减 贫 成 本 。

Janzen 等（2021）研究表明，相较于单一的公共转移支付政策，引入财产保险后，家庭的贫困动态

发生变化，从而减少了长期减贫成本。上述研究表明，减贫政策需要兼顾长期减贫成本和减贫收

益，在强调减贫收益的同时，也要关注反贫困成本大幅攀升的问题。因此，将现金转移支付和医

疗保险政策相结合，研究其对长期减贫成本的影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从长期减贫视角出发，针对我国贫困人口大多从事农业生产的特点，建

立了包含医疗保险、消费及投资的家庭资产随机增长模型，在无医疗保险、有医疗保险无保费补

贴和有医疗保险有保费补贴三种情形下，数值模拟分析不同资产水平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及投资

决策变化，考察了这种效应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并进一步对比分析了“政府现金补助”“医

疗保险+政府现金补助”和“定向保费补贴+政府现金补助”三种政策对长期贫困发生率、贫困深

度的影响以及不同政策所需的长期减贫成本，从理论上丰富了医疗保险和政府现金补助政策在

长期减贫效果上的研究，为存在分歧的现有实证结果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上的解释，有助于学

术界和政府对医疗保险的长期减贫作用有一个清晰认识和系统把握，对扶贫机制的完善和扶贫

资源配置的优化具有重要价值。

1/2

1/6

本文通过构建家庭资产随机增长模型，研究发现：（1）医疗保险具有事后的贫困脆弱性降低

效应，这种效应对于非贫脆弱家庭尤为显著。（2）医疗保险对贫困家庭和非贫脆弱家庭具有生产

投资的事前激励效应。（3）相较于单一的现金补助扶贫模式，“现金补助+保费补贴”的扶贫模式

显著降低了长期贫困率和贫困深度，有效减少了长期减贫成本。与仅使用现金补助政策相比，

“医疗保险+政府现金补助”使得长期减贫成本下降了 左右，若进一步对贫困家庭进行 50% 的

保费补贴，长期减贫成本将再下降 左右。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贡献在于：（1）将医疗保险机制纳入包含消费和投资的家庭资产

随机增长模型中，分析了在无医疗保险和有医疗保险两种情形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和投资决策

的动态变化，揭示了医疗保险对贫困家庭和非贫脆弱家庭生产投资的事前激励效应，丰富了医

疗保险减贫和抑制返贫的作用机制的理论研究。（2）从长期减贫视角出发，探讨了医疗保险对不

同群体贫困动态的作用机制，特别是医疗保险对非贫脆弱家庭的跨期资本动态的影响，深化了

对医疗保险“抑制返贫”功能的认识。（3）在政府现金补助的扶贫政策基础上，加入医疗保险机

制，并进一步探讨了二者对长期减贫的协同作用。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模型构建；第三部分利用数值模拟分析方法探讨了医疗保险

减贫的作用机制；第四部分分析医疗保险对长期贫困率、贫困深度和长期减贫成本的影响；第五

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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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 Ikegami 等（2019）、Janzen 等（2021）的多重均衡理论框架，建立家庭资产随机增长

模型，引入医疗保险机制，比较分析在无医疗保险、有医疗保险无保费补贴和有医疗保险有保费

补贴三种情形下，不同资产水平的家庭受到外生疾病冲击后的贫困脆弱性及投资决策变化。

（一）生产函数

基于我国贫困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特征，本文参考经济学中经典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模

型，假设经济中只有农业生产一种生产活动，只产出一种产品，经济中的个体是具有代表性的理

性个体，而本文的个体均指家庭。不同资产水平的个体可能会采用不同效率的生产技术，为了简

化模型，本文仅考虑两种生产技术水平，假设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函数为：

f (kt) =
{

f H = αHkγH
t + f H,kt > k̃

f L = αLkγL
t + f L,kt ⩽ k̃

（1）

αH αL kt t

γH γL(0 < γL < γH < 1)

f H f L k̃ = {k | f H (kt) = f L (kt)}
kt > k̃

其中， 和 分别表示高生产技术水平和低生产技术水平， 为第 期期初投入农业生产的资产

量， 、 分别是在高生产技术水平和低生产技术水平下的资产的边际产出弹性，

、 为采用高技术水平和低技术水平对应的最低产出。 为技术转换水平，

当 时，个体将采用高技术水平进行生产。采用式（1）所示的非凸生产函数后，个体可以根据

自身资产水平选择不同的生产技术，从而在理论上保证了模型中二重均衡和“贫困陷阱”的存在。

（二）基准模型

k0

我们考虑无限时域下的家庭资产随机增长模型。假设经济中仅存在一种商品，个体的投入、

产出和消费均以此衡量，且不存在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投资方式，个体的效用完全源自消费，并

且按照追求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同时，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医疗保险，因此并未考虑

产出的随机性。在初始时期，个体拥有生产资产 ，个体面临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
{ct }∞t=0

E

 ∞∑
t=0

βtu (ct)


s.t.

{
ct + it = f (kt)+ (1−δ)kt,∀t = 0,1,2, . . .

kt+1 = (1−εt) it
（2）

u (·) β δ kt t

ct it t εt

{εt}∞t=0

其中， 为个体的效用函数， 为效用折现水平， 为资产折旧水平， 为第 期期初个体投入生产

的资产。相较于期末个体的总资产，个体在期初投入生产的资产对本文更有研究意义，因此若无

特殊说明，资产均指投入生产的资产。 和 分别为第 期期末个体的消费和投资， 为个体面临的

外生疾病冲击，且 独立同分布，外生疾病冲击发生在两个时期交接时刻，家庭做出决策的时

刻为每期的期末。

t kt t

f (kt) (1−δ)kt f (kt)+ (1−δ)kt

ct it t+1 t+1

it kt+1 = (1−εt) it

式（2）的含义为在第 期期初，个体投入资产 进行生产。在第 期期末，个体的总资产应为生

产所得 与资产折旧 之和，即 ，家庭在每期的期末做出决策，确定最优消

费 与投资 。决策完成后，外生疾病冲击发生。第 期期初，原计划在 期投入生产的资产

中，仅有 可以实际投入生产，其余作为疾病治疗费用。在不引入医疗保险机制的情

形下，个体终身效用最大化问题的贝尔曼方程为：

VN (kt) = max
ct

{u (ct)+βEt [VN (kt+1)]} （3）

VN (kt) N f (·)
k = 0

中的下标 表示经济中不存在医疗保险。本文所采用的非凸生产函数 决定了一高

一低两个非零均衡和“贫困陷阱”的存在。另外， 显然是一个均衡，但是在本文中没有意义，

文中所述的均衡全都为非零均衡。在两重均衡模型中会存在一个 Micawber 阈值（Zimmerma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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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k0

t ⩽ T

Carter，2003），①本文称之为临界资产水平，资产水平低于临界资产水平的个体必然陷入贫困，而

资产水平高于临界资产水平的个体也可能因为外生疾病冲击而陷入“贫困陷阱”。为了方便说

明，我们将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定义为：在 期内，初始资产水平为 的个体落入“贫困陷阱”的概

率，即个体在任意第 期的资产水平低于临界资产水平的概率，具体为：

pT (k0) = Pr[U t=T
t=1 (kt <临界资产水平)] （4）

由式（3）可得一阶条件如下：

u′ (ct) = βEt

[
V ′

N (kt+1) (1−εt)
]

（5）

t t+1

λN (kt+1) t

c∗t

式（5）等号右侧为 期增加 1 单位投资在 期产生的期望收益，即投资的边际收益，本文将

其视为资产的期望影子价格，记为 ，以此来衡量个体的流动性成本。式（5）表明，个体在 期

的最优消费 使得个体的边际效用等于投资的边际收益，也等于个体的流动性成本。

（三）引入医疗保险机制的家庭资产随机增长模型

p It s η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在经济中引入医疗保险机制，假定在任意时期的期末，个体都可

以选择以费率 投保医疗保险，且可自由选择保额 。假设医疗保险的免赔率为 ，赔付比例为 ，

设置免赔率和赔付比例，可以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在上述假

设下，单位保险的赔付额为：

d (εt) = η ·max {εt − s,0} （6）

引入医疗保险机制后，个体面临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
{ct }∞t=0 ,{It }∞t=0

E
[∑∞

t=0
βtu (ct)

]

s.t.


ct + it + pIt = f (kt)+ (1−δ)kt

kt+1 = (1−εt) it +d (εt) It

ct ⩾ 0, 0 ⩽ It ⩽ kt

（7）

f (kt) (1−δ)kt

ct it It

(1−εt) it +d (εt) It

上述约束条件的含义为个体根据当期的生产收入 以及折旧后的资产存量 ，决定

当期的消费 、投资水平 以及保额 。当外生疾病冲击发生时，个体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险赔付，最

终有 的资产投入下一期的生产活动。相应的贝尔曼方程为：

VI (kt) = max
ct ,It

{u (ct)+βEt [VI (kt+1)]} （8）

VI (kt)中下标 I 表示经济中引入了医疗保险机制。

∂VI/∂ct = 0 ∂VI/∂It = 0根据一阶条件 和 可得式（9）和式（10）：

u′ (ct) = βEt

[
V ′

I (kt+1) (1−εt)
]
= λI (kt+1) （9）

pλI (kt+1) = βEt

[
V ′

I (kt+1)d (εt)
]

（10）

λI (kt+1) t

c∗t
t I∗t

表示经济中引入了医疗保险机制后资产的（期望）影子价格。式（9）表明，个体在第 期

的最优消费 使得个体的边际效用等于投资的边际收益。式（10）等号左右两侧分别表示医疗保

险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即个体在 期的最优投保额 使得保险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V ′
I (kt+1)值得注意的是，在式（10）中等号两侧都存在 ，这说明当医疗保险的边际收益较高时，

购买保险的边际成本也必然较高，从而导致最需要保险的个体由于流动性紧缺而减少投保额甚

至放弃购买医疗保险。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在模型求解过程中将考虑以下两种医疗

保险购买方式：保费完全由个人承担和政府补贴保费的 50%。

赵桂芹、孔祥钊、陈    莹：医疗保险对长期贫困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动态模拟

① Micawber 阈值最早由 Skiba（1978）提出，用以区分个体是否能够进行储蓄和资产良性积累。Zimmerman 和 Carter（2003）首次将其运用

于“贫困陷阱”模型中，用以区分个体是否会陷入“贫困陷阱”。在无保险情形下，资产水平低于 Micawber 阈值的个体必然会陷入“贫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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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求解

本文使用值函数迭代的方法对上文中第（二）和第（三）部分的模型进行求解，得到无保险、

有保险无保费补贴和有保险有保费补贴三种情况下的动态资产路径和政策函数，进一步求得不

同情况下个体的流动性成本、贫困脆弱性以及投资函数，深入分析医疗保险对家庭资产路径的

影响。函数设定和参数假设主要分为四部分，表 1 给出了本文所用的函数形式和参数假设。
 

表 1    函数形式及参数假设

函数形式 符号 参数值 参数含义 参数来源

f H = αHkγHt + f H

γH 0.56 高技术水平边际生产弹性

参考Janzen等（2021）、

Barrett等（2008）、

Barrett和Carter（2013）

f H 0.70 高技术水平最低产出

αH 1.45 高技术水平生产率

f L = αLkγLt + f L

γL 0.28 低技术水平边际生产弹性

f L 2.80 低技术水平最低产出

αL 1.25 低技术水平生产率

u (ct) =
ct

1−σ −1
1−σ

σ 1.5 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Janzen等（2021）

δ 0.1 资产折旧因子 Liao等（2020）

β 0.95 效用折现因子 Janzen等（2021）

d (εt) = ηmax {εt − s,0}
η 70% 赔付率

政府相关文件
s 5% 免赔率

p = E [d (εt)] p 2.43% 保费费率 根据公式计算

外生疾病冲击
ε = {0.0,0.05,0.10,0.15,0.20,0.25,0.30,0.35,0.40,0.45,0.50,0.55,0.60}

Pr(ε) = {50%,25%,10%,6%,3%,2%,1%,0.5%,0.5%,0.5%,0.5%,0.5%,0.5%}
 
 

γH = 0.56

γL = 0.28 αH = 1.45 αL = 1.25 f H
= 0.70

f L
= 2.80

1. 生产函数及参数设定。本文采用形如式（1）的生产函数来描绘生产活动，参考 Janzen 等

（2021），以上标 H、L 分别代表高技术水平和低技术水平，边际产出弹性分别设定为 、

，生产率分别设定为 、 ，不同技术水平对应的最低产出分别设定为 、

，二者之差为提升技术水平所需的成本。

u (ct) =
ct

1−σ−1
1−σ σ = 1.5 β = 0.95

δ = 0.1

2 .  效 用 函 数 及 基 础 参 数 设 定 。 参 照 J a n z e n 等 （ 2 0 2 1 ） ， 本 文 采 用 C R R A 效 用 函 数

，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设定为 ，效用折扣因子设定为 。参考 Liao 等

（2020），资产折旧因子设定为 。

η = 70% s = 0.05

3. 医疗保险参数设定。参考《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的通

知》（晋政发 [2017]36 号）和《贵州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施方案》（黔府办发 [2016]
52 号 ） 中 的 有 关 规 定 ， 设 定 赔 付 比 例 ， 免 赔 率 ， 保 险 费 率 采 用 精 算 公 平 费 率 。

4. 外生疾病冲击的概率分布设定如表 1 所示。①

三、医疗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

（一）医疗保险的贫困脆弱性降低效应

本文构建基于基准模型和引入医疗保险机制的家庭资产随机增长模型，采用表 1 中的函数

形式和参数假设，利用值函数迭代法求解贝尔曼方程，得到无医疗保险、有医疗保险无保费补贴

和有医疗保险有保费补贴，三种情形下不同资产水平的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分别以实线、点划线

  2022 年第 8 期

① 由于疾病种类的多样性和治疗费用的差异化，在模型测试过程中，我们加入了随机因素，令疾病冲击和发生概率随机变动（上下变动

20%），模型结果依旧稳健，因此本文仅遵循疾病产生的负面冲击和疾病发生概率呈负相关的原则设定了一种可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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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kI kS和虚点线表示，结果如图 1 所示。 、 和 分别表示三种情形下的 Micawber 阈值。在表 1 所示

的参数假设下，求得模型的低均衡水平约为 2.2，高均衡水平约为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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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情形下的贫困脆弱性大小

 

kN

kN

当经济中不存在医疗保险机制时，若个体的初始资产水平低于 ，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大小

为 1，此时个体必然陷入“贫困陷阱”。而当个体的资产超过 时，随着个体资产的累积，其贫困

脆弱性会迅速降低，大约在资产水平为 10 时达到稳定状态。而由于外生疾病冲击的存在，个体

的贫困脆弱性无法减小至接近于 0，高资产水平的个体仍有返贫的可能性。

kI < kN

[kI ,kN] kI

kS < kI

引入医疗保险机制后，Micawber 阈值会降低，即 ，这意味着必然陷入“贫困陷阱”的个

体数量减少。同时，初始资产位于 间的个体的陷贫概率大幅降低。以初始资产水平为 的

个体为例，其陷入“贫困陷阱”的概率从 1 降低至 0.7 左右，降幅达到 30%。不仅如此，由于保险

的损失补偿功能，随着个体资产的积累，个体陷入贫困的概率可以减小至 0，当个体资产超过一

定水平后，个体几乎不可能返贫。我们将上述结果称为医疗保险的事后贫困脆弱性降低效应，这

一效应对于 Micawber 阈值附近的个体尤为显著，这部分个体的资产高于低均衡水平，但是其返

贫概率仍然较高，研究这类群体的贫困脆弱性问题对于防止返贫和巩固现阶段脱贫攻坚成果具

有重要意义。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将这部分个体统称为非贫脆弱个体。当政府进行 50% 的医疗

保险保费补贴后，①Micawber 阈值进一步降低， ，医疗保险的贫困脆弱性降低效应将更加明

显。对于非贫脆弱个体而言，其贫困脆弱性平均降低了约 50%，与无保险的情形相比，必然陷入

贫困的个体数也降低了三分之一左右。

综上所述，医疗保险具有贫困脆弱性降低效应，这是购买医疗保险后所产生的事后效应，无

论对贫困脆弱个体还是非贫脆弱个体，保险均通过损失补偿降低了贫困脆弱性。当政府进行医

疗保险保费补贴后，该效应更为显著。

（二）医疗保险的投资激励效应

前文讨论了医疗保险的事后脆弱性降低效应，这种事后效应仅对购买了保险的个体有效，

与这些个体相比，缺乏充足资产购买医疗保险的个体的贫困脆弱性更值得关注。有鉴于此，下文

中我们将讨论医疗保险对个体的事前效应。事前效应在医疗保险机制引入后即会生效，与个体

是否购买医疗保险无关，我们将其称为投资激励效应，研究这种事前效应，对于识别医疗保险减

贫的内在机制，精准激励个体主动脱贫和防止返贫具有重要意义。

k̃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转换水平 约为 6.8，当个体的生产活动从低技术水平转变为高技术水平

时 ， 边 际 产 出 上 升 ， 资 产 累 积 加 快 ， 贫 困 脆 弱 性 降 低 ， 但 同 时 也 需 要 付 出 固 定 成 本 。 从 图 1

赵桂芹、孔祥钊、陈    莹：医疗保险对长期贫困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动态模拟

① 目前，政府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进行了 66% 左右的保费补贴。本文选取 50% 的价格补贴进行研究是为了分析在采用略低于现有

补贴标准的情况下，医疗保险的长期减贫效果，探讨能否通过降低医疗保险保费补贴来减少长期减贫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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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k̃,kN]

λN (kt+1)

可以看出，当经济中无医疗保险机制时，初始资产水平略低于阈值 的个体陷贫概率为 1，他们

并未选择采用更有效率的高技术水平生产方式。图 2 所示的个体流动性成本可以很好地解释这

一现象。资产水平约在 之间的个体，其提升技术水平所需要付出的流动性成本也处于峰

值，这与式（5）相吻合，流动性成本 与资产投资的边际收益相等，投资边际收益最高的同

时，流动性成本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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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情形下的流动性成本大小

 

λI (kt+1) ⩾ λN (kt+1)

[3,8]

[7.2,7.9]

引入医疗保险机制后，由于医疗保险的损失补偿功能，外生疾病冲击的影响会降低，投资的

边际期望收益将会提高，这也推高了个体的流动性成本，即 。①同时，由于阈值的

降低，流动性成本峰值对应的资产水平会相应降低，此时个体的最优投保比例如图 3 所示。资产

水平在 之间的个体保险需求变化剧烈，保险的价格需求弹性在资产水平 8 附近最高，资产水

平在 之间的个体不购买保险，而当个体资产超过 8 时，保险比例会迅速反弹到 1，个体会

选 择 最 大 保 额 ， 这 与 图 2 中 流 动 性 成 本 在 8 附 近 达 到 极 值 相 一 致 。 在 政 府 对 医 疗 保 险 实 行

50% 的保费补贴后，个体的最优保险比例始终为 1，反映出保险的价格需求弹性较高，这与式

（10）相一致，即保险边际收益最高的个体，其购买保险的边际成本也最高，高昂的价格抑制了非

贫脆弱个体对保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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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情形下的保险需求函数

 

kN

在无政府保费补贴的情况下，由于流动性约束，非贫脆弱个体并不会主动选择购买保险，这

意味着事后的脆弱性降低效应不存在。然而从图 1 可以看出， 附近的非贫脆弱个体贫困脆弱

性显著降低，表明医疗保险对个体可能存在另一种事前的影响效应，这种效应与个体是否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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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I (kt+1) ⩾ λN (kt+1)

① 由式（5）和式（9）可知，均衡状态下个体的流动性成本即为投资的边际收益，投资的边际收益越高，个体的流动性成本也就相应地更

高。相较于无保险情形，在有保险无补贴情形下，医疗保险机制的引入会弱化外生疾病冲击的影响，使得投资的边际收益更高，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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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t
t = it − (1−δ)kt t

保险无关。为了更好地探讨这种效应是否存在，有必要分析医疗保险机制的引入对个体投资决

策的影响。以 表示个体在第 期期末确定的净投资，①不同资产水平个体的净投资

情况如图 4 所示。
 

0 5 10 15 20 25 30

持有资产

−1.0
−0.5
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净

投

资

无保险
有保险有补贴
有保险无补贴

 
图 4    不同情形下的净投资大小

 

[5,10]

[7.2,7.9]

从图 4 可以看出，相较于无医疗保险机制的情形，引入医疗保险机制后，资产水平在 之

间的个体净投资有所增加。以资产水平为 6 的个体为例，其净投资大小从−0.1 增加至 0.3，而由图 3

可知，此时个体的最优保险比例仅为 16% 左右。而对于资产水平在 之间的个体，其最优

决策为不购买医疗保险，但其净投资水平也比无医疗保险机制情形下更高，这说明医疗保险机

制的引入激励了部分非贫脆弱个体自愿减少当期消费来增加生产投资，为降低自身贫困脆弱性

而努力，且这种激励效应与是否购买医疗保险无关，仅是由于医疗保险机制的引入而产生，因此

我们将这种效应称之为医疗保险的事前投资激励效应。

[kI ,kN]从长期来看，图 1 中位于 之间的个体，其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并非由于保险事后的贫

困脆弱性降低效应，而是保险事前的投资激励效应改变了这部分个体的跨期资本动态。如果没

有保险机制，这部分非贫脆弱个体必然会陷入“贫困陷阱”，因此他们会放弃主动脱贫，转而选择

剥离资产，减少投资和增加当期消费享乐，从而陷入“贫困陷阱”之中。与之相反，医疗保险机制

的引入增加了资产投资的边际期望收益，使得这部分个体脱离“贫困陷阱”的概率不为 0。同时，

个体在资产达到略高于阈值的资产水平以后即可充分利用医疗保险机制，有效降低外生疾病冲

击带来的影响，实现资产的平稳积累。由图 1 可知，当医疗保险机制存在时，如果资产水平超过

10，个体几乎不可能陷入“贫困陷阱”，可以认为该个体彻底脱贫，无返贫的可能性。在知道这一

事实后，这部分个体自愿牺牲当期消费效用，增加投资和加快资产累积，为能够收敛到高均衡点

而努力。

综上所述，医疗保险的事前投资激励效应主要作用于资产水平在阈值附近的非贫脆弱个

体，无论是否购买医疗保险，这部分个体都会自愿降低当期消费，将更多资产投入生产活动，使得

资产累积更快，从而降低了自身的贫困脆弱性。引入医疗保险机制后，相较于无保险的情况，资

产水平较高的个体几乎不可能陷入“贫困陷阱”，其贫困脆弱性接近 0。在知道这个事实后，这部

分个体才会自愿降低当期消费扩大投资，以期未来能永久脱离贫困。在政府对医疗保险进行价

格补贴后，医疗保险的投资激励效应会使受益的人群进一步扩大。对于资产水平较低的个体而

言，保险机制的引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效用，而不足以改变其长期贫困的趋势。对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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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净投资表示家庭在折旧后的上期投资 的基础上，本期额外增加的投资量。净投资也可以理解为在扣除消费 和保险费用

后，家庭本期生产收入 中用于投资的部分。净投资 ，可理解为家庭自愿牺牲部分当期消费，使得未来的生产收入增加，从而加速

资产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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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家庭而言，De Nicola（2015）和 McPeak（2004）证实了保险可能会对比较富裕家庭的投资产

生负面影响，这与图 4 的结果相符。

四、医疗保险与长期减贫成本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数值模拟案例，对比分析无医疗保险、有医疗保险无保费补贴和有

医疗保险有保费补贴三种情形对经济中总体长期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及长期减贫成本的影响。

（一）经济中长期贫困的动态模拟

[0,1]

为了分析医疗保险对经济中总体贫困的动态影响，首先需要考虑家庭的初始资产分布。本

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数据进行估计，初始样本量为 6 744
户，在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样本量为 6 204 户。表 2 列出了 2018 年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描

述性统计结果。数据表明，家庭人均年收入均值为 12 253.27 元，最小值为 100 元，最大值为 40 000
元。为了便于处理，将原始数据转化为 区间的数据，计算得到的经验分布函数和概率密度函

数如图 5 所示。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最大值

家庭人均年收入（单位：元） 6 204 12 253.27 9 009.16 100 5 196.67 10 000 16 731.67 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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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情况

 

我们假设经济中存在 200 户家庭，①其初始资产分布服从上述经验分布，使用数值方法随机

生成家庭未来 30 年可能面临的外生疾病冲击，进而模拟出 200 户家庭未来 30 年的资产路径。模

拟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成的初始资产与随机冲击，两次不同的模拟结果可能会有较大差

异，为了减小随机性，尽可能地避免极端结果，我们进行了 1 000 次模拟，以 1 000 次模拟路径的均

值作为最终的模拟结果，所有家庭第 30 年的资产分布如图 6 所示。

[0,5]

[20,25]

[5,20]

图 6 中，p25、p50、p75 分别代表 1 000 次模拟的 25 分位、50 分位和 75 分位分布。从 50 分位

分布的曲线可以看出，约有 30% 的家庭资产水平在 之间，剩余家庭的资产水平则集中于

之间，分别对应第三部分模型中的低均衡点 2.2 和高均衡点 18.5 附近，几乎没有资产水平

位于 之间的家庭，这说明 30 年的模拟结果和模型预测结果相一致，家庭的资产水平已经收

敛至两个均衡点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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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稳健性检验表明，模拟结果对家庭户数（大于 100）的选择不敏感，改变家庭户数，模型结果无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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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模拟分布结果

 

（二）医疗保险对长期贫困动态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利用上述模拟结果分析医疗保险对长期贫困动态的影响，我们定义如下三个指

标，分别衡量长期贫困率、贫困深度和长期减贫成本。

kN

贫困家庭占比 =
长期贫困家庭数

总家庭数
×100%

首先，我们将资产水平低于 的家庭定义为长期贫困家庭，以贫困家庭占比衡量长期贫困

率，即 。

n k(i) i kN 1{·}

其次，借鉴 Foster 等（1984）的研究，用 FGT（Foster-Greer-Thorbecke）贫困指数来衡量贫困深

度，以 表示总家庭数， 表示第 个家庭所拥有的资产， 为无保险情形下的 Micawber 阈值， 为

示性函数，则 FGT 贫困指数可以由（11）式得出：

FGT =
1
n

∑n

i=1

(
kN − k(i)

kN
·1{k(i)<kN}

)
×100% （11）

kN

kN kN

最后，本文用社会保护成本来衡量长期减贫成本，首先对社会保护成本进行定义。在经济中

无医疗保险机制时，政府为扶贫所投入的社会保护成本全部为现金补助，即为资产水平低于 的

家庭提供现金补助，使其资产水平达到 ，对于资产水平高于 的家庭不进行现金补助。引入医

疗保险机制后，若政府不对医疗保险进行 50% 的保费补贴，则社会保护成本仍为现金补助成

本。若政府对医疗保险进行保费补贴，则社会保护成本为现金补助成本与保费补贴成本之和。

[3,8]由图 3 可知，政府进行保费补贴仅对资产水平在 之间家庭的保险需求有影响，若不对家

庭资产水平进行区分，对所有家庭都进行保费补贴，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扶贫资金的损失，

降低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在模拟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定向补贴的方式，即仅对资产水平

低于 8 的家庭进行保费补贴，在保证补贴效用的同时尽可能减少社会保护成本，这与国务院扶贫

办的扶贫工作要求相契合，符合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基于 1 000 次模拟结果的平均值计算得到

的上述三种衡量贫困动态的指标分别如图 7 至图 9 所示。

图 7 表明，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初始时刻贫困家庭占比约为 27%，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困

家庭占比持续上升，在第 30 年已高达 43%，相较于初始时刻增加了 16%。引入医疗保险机制后，

贫困家庭占比在略微上升后达到稳定，30 年间贫困家庭比例稳定在 27%。而在政府对医疗保险

进行保费补贴后，贫困家庭占比迅速下降至 20% 以下并保持稳定，长期贫困率显著降低。

图 8 表明，医疗保险的引入不仅有效降低了长期贫困率，同时减小了贫困家庭的贫困深度。

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随时间推移，贫困深度由 2% 增加至 5.7%，涨幅为 185%，这意味着贫困家

庭的资产在逐渐减少。引入医疗保险后，贫困深度由 2% 增加至 2.7% 并保持稳定，第 30 年的贫

困深度相较无医疗保险情形下降了 3%。在政府对医疗保险进行保费补贴后，贫困深度进一步降

低至 1.8% 并保持稳定。以初始时刻无保险机制情形下的社会保护成本为基准值 100，对社会保

护成本进行标准化处理可得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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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贫困家庭占比随时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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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贫困深度随时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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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社会保护成本随时间变化情况

 

1/2

1/6

图 9 表明，初始时刻，在没有保费补贴的情况下，医疗保险机制对社会保护成本并无影响，都

只有现金补助成本，而政府对医疗保险进行保费补贴则会大幅提高社会保护成本，由 100 上升

至 150 以上。但是其会在短期内迅速下降，5 年以内就会低于另外两种情形下的社会保护成本。

从长期来看，有保费补贴情形下的社会保护成本会逐渐减小直至稳定。在第 30 年，相较于单一

的现金补助政策，“医疗保险+现金补助”的政策组合会使得社会保护成本下降 左右，而实行

定向保费补贴政策将令社会保护成本进一步下降 左右。虽然对医疗保险进行保费补贴在短

期内抬高了社会保护成本，但从长期来看，其所需的社会保护成本在三种情形中最小。

综上所述，从长期来看，有政府保费补贴的医疗保险不仅能有效降低长期贫困发生率和贫

困深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能减少长期减贫成本。在无保险情形下，若采用现金补助的扶贫

方式，随时间推移，长期减贫成本将持续增加，这是因为现金补助政策只有事后的补偿效应，贫困

家庭可能自身不仅缺乏主动努力脱贫的意识，而且对政府的扶贫工作产生福利依赖。而在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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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后，由于医疗保险的事前投资激励效应，部分贫困家庭会主动降低消费，

充分利用政府的帮扶政策扩大生产，加快资产积累，同时通过医疗保险降低外生疾病冲击的影

响，从而脱离“贫困陷阱”。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2 1/6

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要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关键还是要提升贫困家庭和

脱贫家庭的自主发展能力，而医疗保险是解决此问题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构建了包含医疗保

险、消费和投资的家庭资产随机增长模型，分析了拥有不同资产水平的家庭受到外生疾病冲击

后的贫困脆弱性及投资决策的动态变化，厘清了医疗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本文还分

析了无医疗保险、有医疗保险无保费补贴和有医疗保险有保费补贴三种扶贫模式对长期贫困

率、贫困深度及长期减贫成本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1）医疗保险具有事后的贫困脆弱性

降低效应，这种效应对于非贫脆弱家庭效果尤为显著。政府可以通过医疗保险保费补贴政策，缓

解贫困个体和贫困边缘个体的流动性压力，激励该类个体通过医疗保险来应对疾病风险，更有

效地降低贫困脆弱性。（2）医疗保险具有事前的投资激励效应。医疗保险机制的引入改变了部

分贫困家庭和贫困边缘家庭的跨期资本动态，激励部分贫困家庭和非贫脆弱家庭主动降低消费

和增加净投资，为了摆脱贫困而努力，从而降低了这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3）相较于单一的现

金补助扶贫模式，“现金补助+保费补贴”的扶贫模式显著降低了长期贫困率和贫困深度，有效减

少了长期减贫成本。与仅使用现金补助政策相比，“医疗保险+政府现金补助”使得长期减贫成

本下降了 左右，若进一步对贫困家庭进行 50% 的保费补贴，长期减贫成本将再下降 左右。

引入医疗保险机制并进行定向保费补贴则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贫困

家庭的跨期资本动态，提高了其生产积极性，从而显著降低了长期贫困率和贫困深度。与现金补

助政策相比，“现金补助+保费补贴”的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推高了减贫成本，但随着时间推移，减

贫成本逐渐下降，使得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本文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从长期来看，相较于单一的现金补助政策，“医疗保

险+政府现金补助”政策的长期减贫效果更显著，所需的成本也更少。因此，在扶贫资源有限的

约束下，本文建议政府应当将部分资源投向医疗保险市场，发展普惠型医疗保险，提高扶贫资金

使用效率，提升减贫质量，缓解财政压力。第二，医疗保险保障是一项能够预防非贫困人口陷入

贫困的良好措施。政府可以通过医疗保险为贫困和贫困边缘人群建立保障机制，也可以建立分

段医疗保险保费补贴模式，把保费补贴和家庭资产挂钩，提高医疗保险补贴的精准性。政府可以

对需求弹性高的非贫脆弱个体进行定向保费补贴，扩大保险需求，守住脱贫成果。第三，对于贫

困家庭，政府在对其提供医疗保险保费补贴的同时，应当建立和实施激励相容的有条件现金转

移支付制度，与乡村振兴有效进行衔接，形成贫困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实现农村长效脱贫。第

四，需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兼顾贫困人群与非贫脆弱人群，更加注重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与抵

御风险能力的提升。因此，政府需要建立动态贫困监测系统，动态监测评估贫困个体的行为，避

免其产生对现金补助政策的福利依赖，同时也要建立动态系统识别非贫脆弱个体，避免这部分

个体因疾病冲击而返贫。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模型设定中选择了简单的现金补助形式，未能考虑较为复杂的有条

件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在长期减贫实践中的激励相容效应，因此无法对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和医

疗保险政策的长期减贫效果进行直接比较，这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赵桂芹、孔祥钊、陈    莹：医疗保险对长期贫困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动态模拟

•  45  •



主要参考文献：

陈志钢，毕洁颖，吴国宝，等. 中国扶贫现状与演进以及 2020 年后的扶贫愿景和战略重点[J]. 中国农村经济，2019，

（1）：2−16.

[1]

程令国，张晔. “新农合”：经济绩效还是健康绩效？[J]. 经济研究，2012，（1）：120−133.[2]

黄晓宁，李勇. 新农合对农民医疗负担和健康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6，（4）：51−58.[3]

黄征学，高国力，滕飞，等. 中国长期减贫，路在何方？−2020 年脱贫攻坚完成后的减贫战略前瞻[J]. 中国农村经

济，2019，（9）：2−14.

[4]

黄薇. 医保政策精准扶贫效果研究−基于 URBMI 试点评估入户调查数据[J]. 经济研究，2017，（9）：117−132.[5]

景鹏，郑伟，贾若，等. 保险机制能否助推脱贫并守住脱贫成果？−基于资产积累模型的分析[J]. 经济科学，2019，

（2）：104−116.

[6]

刘子宁，郑伟，贾若，等. 医疗保险、健康异质性与精准脱贫−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分析[J]. 金融研究，2019，（5）：

56−75.

[7]

卢盛峰，卢洪友. 政府救助能够帮助低收入群体走出贫困吗？−基于 1989−2009 年 CHN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2013，（1）：4−16.

[8]

齐良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减贫、增收和再分配效果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8）：35−52.[9]

孙武军，祁晶. 保险保障、家庭资本增长与贫困陷阱[J]. 管理科学学报，2016，（12）：71−82.[10]

王翌秋，刘蕾.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2016，（11）：

68−81.

[11]

解垩. 医疗保险与城乡反贫困：1989−2006[J]. 财经研究，2008，（12）：68−83.[12]

张楠，张栋浩，李建军，等.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J]. 财贸经济，2020，（3）：20−35.[13]

赵思诚，杨青，许庆. 社会保障、信贷获得与农业生产−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证据[J]. 财经研究，2019，

（11）：45−56.

[14]

郑晓冬，上官霜月，陈典，等.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与农村长期减贫：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 中国农村经济，2020，

（9）：124−144.

[15]

Akotey  J  O,  Adjasi  C.  The  impact  of  microinsurance  on  household  asset  accumulation  in  Ghana:  An  asset  index

approach[J]. 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Issues and Practice，2014，39（2）： 304−321.

[16]

Barrett C B, Carter M R.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traps and persistent poverty: Empir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13，49（7）： 976−990.

[17]

De Nicola  F.  The  impact  of  weather  insurance  on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welfare[J]. Quantitative  Economics，

2015，6（3）： 637−661.

[18]

Foster J, Greer J, Thorbecke E.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J]. Econometrica，1984，52（3）： 761−766.[19]

Ikegami M, Carter M R, Barrett C B, et al. Poverty traps and the social protection paradox[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20]

Janzen S A, Carter M R, Ikegami M. Can insurance alter poverty dynamics and reduce the cost of social prote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2021，88（2）： 293−324.

[21]

McPeak J. Contrasting income shocks with asset shocks: Livestock sales in Northern Kenya[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4，56（2）： 263−284.

[22]

Skiba A K. Optimal growth with a convex-concave production function[J]. Econometrica，1978，46（3）： 527−539.[23]

Zimmerman F J, Carter M R. Asset smoothing,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under risk

and subsistence constrai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71（2）： 233−260.

[24]

  2022 年第 8 期

•  46  •

https://doi.org/10.13246/j.cnki.jae.2016.04.005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13.01.001
https://doi.org/10.13653/j.cnki.jqte.2011.08.00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9807.2016.12.0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9952.2008.12.00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8102.2020.03.003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11.004
https://doi.org/10.1057/gpp.2014.6
https://doi.org/10.1080/00220388.2013.785527
https://doi.org/10.3982/QE300
https://doi.org/10.2307/1913475
https://doi.org/10.1111/jori.12322
https://doi.org/10.1093/oep/gpf040
https://doi.org/10.2307/1914229
https://doi.org/10.1016/S0304-3878(03)00028-2
https://doi.org/10.13246/j.cnki.jae.2016.04.005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13.01.001
https://doi.org/10.13653/j.cnki.jqte.2011.08.00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9807.2016.12.0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9952.2008.12.00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8102.2020.03.003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11.004
https://doi.org/10.1057/gpp.2014.6
https://doi.org/10.1080/00220388.2013.785527
https://doi.org/10.3982/QE300
https://doi.org/10.2307/1913475
https://doi.org/10.1111/jori.12322
https://doi.org/10.1093/oep/gpf040
https://doi.org/10.2307/1914229
https://doi.org/10.1016/S0304-3878(03)00028-2
https://doi.org/10.13246/j.cnki.jae.2016.04.005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13.01.001
https://doi.org/10.13653/j.cnki.jqte.2011.08.00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9807.2016.12.0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9952.2008.12.00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8102.2020.03.003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11.004
https://doi.org/10.1057/gpp.2014.6
https://doi.org/10.1080/00220388.2013.785527
https://doi.org/10.3982/QE300
https://doi.org/10.2307/1913475
https://doi.org/10.1111/jori.12322
https://doi.org/10.1093/oep/gpf040
https://doi.org/10.2307/1914229
https://doi.org/10.1016/S0304-3878(03)00028-2
https://doi.org/10.13246/j.cnki.jae.2016.04.005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13.01.001
https://doi.org/10.13653/j.cnki.jqte.2011.08.00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7-9807.2016.12.00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9952.2008.12.00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8102.2020.03.003
https://doi.org/10.16538/j.cnki.jfe.2019.11.004
https://doi.org/10.1057/gpp.2014.6
https://doi.org/10.1080/00220388.2013.785527
https://doi.org/10.3982/QE300
https://doi.org/10.2307/1913475
https://doi.org/10.1111/jori.12322
https://doi.org/10.1093/oep/gpf040
https://doi.org/10.2307/1914229
https://doi.org/10.1016/S0304-3878(03)00028-2


The Impact of Health Insurance on Long-term Poverty:
Mechanism and Dynamic Simulation

Zhao Guiqin,  Kong Xiangzhao,  Chen Ying
(School of Fi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Under the current standards, China has eliminated absolute poverty and has achieved decis-

ive progress and staged victory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fter 2020,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ducing long-term poverty will be the focus of anti-pover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na-

lyz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on the long-term poverty rate, depth of poverty and

costs of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This will help to optimize existing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and alloc-

ate resourc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tly.

This paper develops a dynamic theoretical model to compare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nd investment de-

cisions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asset levels in the three cases of government cash subsidy, health insur-

ance and health insurance with premium subsidy.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changing trend

of long-term poverty rate, depth of poverty and costs of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three cases. It is

found that: First, health insurance has an ex-post vulnerability reduction effect, especially for families who are

non-poor vulnerable. Second, for families who are poor and non-poor vulnerable, health insurance can in-

crease productive investment through the ex-ante investment incentive effect. Third, compared with govern-

ment cash subsidy, “government cash subsidy + premium subsidy” significantly lowers the long-term poverty

rate, depth of poverty and costs of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ree ways: First, this paper develops a dynamic theor-

etical model to compare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households. Further, it analyzes

the ex-ante incentive effect of health insurance on the production investment of poor and non-poor vulnerable

families,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health insurance in poverty reduction and pre-

vention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mechanism of health insurance on the poverty dynamics of different groups, especially the impact

of health insurance on the inter-temporal capital dynamics of non-poor vulnerable families,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health insurance to restrain the return to poverty. Third, on the basis of gov-

ernment cash subsidy, this paper introduces health insurance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two on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Key words:  health insurance；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investment incentive；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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